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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二○事件”使毛泽东认识到，由于右派军方和地方右派当权派的联合支持，右派造反派很快形成了对左派造反派的压倒优势，武汉拥有130万之众的“百万雄师”，以数倍的“兵力”压倒了以“三钢”、“三新”为首的左派造反派，郑州十多万人的“十大总部”，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区区数千人的左派“二七公社”，等等，就是这种党、政、军内右派联合支持的结果。因此，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，纷纷向中央文革告急，尽管“百万雄师”在中央巨大压力下已土崩瓦解。

军队“支右”举动，使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大失所望。为了不使夺权斗争毁于右派将领之手，毛泽东以破釜沉舟的气概，做出了“武装左派”和“群众专政”的两项重大决定。

1967年8月4号，穷兵黩武的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：“75%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。”因此，他在信中下达了“应大量武装左派”和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”的“最高指示”。史称“八四指示”。这封信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宣读并交付执行。在毛泽东看来，“武装左派”和“群众专政”相辅相成，都是制约党、政、军内右派当权派专政的手段：不把专政权力交给他的“群众”，“武装左派”会变成“武装右派”，“走资派”就会专“群众”的政；没有“武装左派”，右派就会当道，“群众专政”就是一句空话。上海“武装左派”工人和学生，确保了左派政权的稳固；北京“红八月”里的喋血，鼓舞了各路红卫兵“横扫”、破“四旧”的士气，就是“群众专政”的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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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“八四指示”前，毛泽东已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，并在高层传开。7月18日，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、谢、王等近臣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把工人﹑学生武装起来？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。”他还夸“钢工总”工事修得好，表示要去看看。——这就是后来称谓的“七一八讲话”。当获悉毛泽东“武装左派”的谈话后，7月22日，江青在接见河南“二七”公社的代表时，便提出了“文攻武卫”口号，号召左派造反派武装自卫。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﹐8月11日，在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，他说：“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。”

有人说，“武装左派”的左派，是一个含混的概念。谁是左派？谁是右派？由谁来界定？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因为，毛泽东喜欢政策的模糊性。模糊性使毛泽东的“一分为二”哲学有了广阔的游刃空间：左或右均可按“政治需要”和“个人好恶”来界定，而且能使界定达到左右逢源、横竖是理的境界。这是毛泽东的重要统治权术之一。

在毛的“七一八讲话”特别是“应大量武装左派”的“八四指示”在上层传达后，“支左”部队向造反派发枪和造反派主动夺枪事件，相继在多地发生，而且愈演愈烈，并很快形成了抢劫武器运动；冲击军事机关、抢掠武器库事件也从武汉、北京向全国蔓延，各地左、右造反派纷纷加入了抢劫武器行列。

8月初，林彪感到事态严重，有些坐不住了，他要下文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枪枝，但毛泽东否决了他的计划。8月5日，毛泽东针对林彪的计划批示说：“夺枪问题并不严重。”显然，他支持夺枪；一句话打消了林的计划。这就是后来所称谓的“八五批示”。

8月1日，关锋主持起草的《红旗》社论发表了。这篇题为《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——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》的社论，再次强调了毛泽东“武装左派”和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言论，向军内右派将领发起猛烈攻击。

从“七一八讲话”到“八四指示”和“八五批示”，人们看到了一条分裂军队的政治路线：毛泽东决心要与他“亲自缔造和指挥”的军队分道扬镳！

但形势並没有完全按毛的意志发展，毛的乱军的谋图受到了强烈的对抗。“八四指示”后，各地右派造反派从中汲取教训，在各地右派将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，他们也像左派那样，疯狂地抢夺枪枝弹药，胆大到敢于把支援友邦越南的“抗美援越”军用列车洗劫一空。很快，他们不仅在人数上而且武器装备上，都对左派造反派构成优势，成了各地武斗主要挑起者。这样，右派将领们成功地将“支左”变成了“支右”。
 
据曾担任过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回忆：“1967年《红旗》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﹐还发来文件﹐有‘武装左派’的精神。我和方保林（武汉机械学院学生﹐钢二司勤务组成员﹐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）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﹐要求发枪。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，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﹐但是群众组织很多﹐单给你们发枪其它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﹔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﹐我们支持你们。我马上召集会议﹐决定由武大﹑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﹐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﹐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﹐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﹐我也亲自进了仓库。先是拿枪和子弹﹐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﹐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。”他还说：“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﹑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。”“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﹐还打过靶﹐此事还在《解放军报》上登过。”

据不完全披露，在毛泽东“七一八讲话”后的一个多月中，发生了数十起抢劫武器事件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：

在浙江，7月21日，温州军分区所属的6515部队6分队、防化连及军械库的武器，遭两大派组织抢劫。被抢武器中，除步枪、冲锋枪、轻、重机枪、火焰喷射器外，还有60炮、82炮、122榴弹炮等重武器。8月5日，受驻浙江20军支持的右派造反派“省联总”头头张永生等人，组织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，骗开大门，强行砸开仓库，将1,000多件枪械和价值约40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。9日，张永生再次组织上千人，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，手榴弹万余枚。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》记载，5日和9日，两次共抢劫走长短枪1,900余支，轻重机枪523挺，炮40门，子弹120万余发，手榴弹1.69万余枚。

在四川，7月下旬以后，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21次，被抢步枪2,481支，轻机枪115挺，重机枪12挺，手榴弹115枚，各种炮72门，子弹28.4万多发。8月下旬，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2,000余人，冲进404团营区，抢走枪支3,000支，轻重机枪49挺，炮16门，枪弹16万发，手榴弹8,000枚，打死指战员2人，抓走18人。

在其他省市（略）

由于军队内“支左”分歧严重，使造反派抢枪、武斗的规模不断升级。

对此，毛泽东对他的“八四指示”所引发的全面大屠杀毫无悔意。1968年7月28日，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时，他说：“武斗有两个好处，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。武斗再斗十年，地球照样转动，天也不会掉下来。”造成100多万人死亡、数百万人伤残的“全面内战”，竟获得了他的赞扬，再次凸现了他嗜血的本性。——这就是曾被御用作家们描绘为“怕泪、怕血、怕死人”的“伟大领袖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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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“八四指示”中的“群众专政”问题，毛泽东解释说：“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。”这样，在“横扫”、“红八月”和而后的武斗中，抓人、私设公堂、打人、杀人和大兴、昌平大屠杀等野蛮暴行，都被毛泽东肯定了。一年后的1968年7月28日，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时，再次肯定了北京的“群众专政”：“过去北京革委会、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、不管、不急、不压，这看来还是对的。”由此可见，毛泽东所谓的“群众专政”，就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，它的实质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、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，亦即无产阶级专政。这是“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”论的有力证据之一！

在毛泽东的“群众专政”号召下，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和民兵大屠杀被最高领袖赞扬之后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等政法机关迅即丧失功能；与此同时，“抓促小组”、“群众专政法庭”、“人民最高法庭”、“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”等名目繁多的“群众政法机关”，在毛的“群众”痞子、无氓无产者的组织下，纷纷登台亮相，开始疯狂地反人类的大屠杀。

“群众专政”颠覆了“仁义礼智信”和真、善、美的华夏文明，解放了人的兽性，使法制崩溃，道德沦丧，人性泯灭；在这种人造的政治情势中，毛泽东的那句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的“最高指示”，变成了人们效法“说一套，做一套”的样板。其中：

1967年以湖南省道县的“群众专政”为最。据官方统计，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，道县全县36个公社1,590个生产队，经“抓促小组”、“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”判杀4,193人，逼迫自杀326人……

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，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，共杀3,503人，逼迫自杀1,071人。全地区（包括道县）被杀7,696人，逼迫自杀1,397人，致伤致残2,146人。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：四类分子3,576人，四类分子子女4,057人，贫下中农1,049人，其他成份411人。其中未成年人826人。被杀人中，年纪最大的78岁，最小的才10天。

1968年以广西的“群众专政”为最。据报导，在1968年广西全省杀死的十多万人中，有4～6万人是在省革筹委（政府）的“七三布告”号召镇压“阶级敌人”后，由县、公社、大队等政权机构用“群众专政”的办法杀死的。其中杀人上千规模的市县有：

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,681人，其中，国家干部51人，教师87人，工人27人，集体工75人，农民、居民3,441人，176户全家灭绝；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,138人，其中，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，教师156人，学生47人，居民106人，农民1,311人，其它1,255人；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,051人，其中，国家干部326人；灵山县打死、杀死、害死3,222人，其中，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，287个大队都参与屠杀；桂林市杀死、打死、害死1,128人，其中，干部、工人556人；天等县杀死、害死1,651人；上思县杀害了1,701人，占当时全县人口1．33%。

毛泽东领导下的“群众专政”，仅在中国贫苦的农村，从1966年8～9月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大屠杀起，再到1967年8～10月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大屠杀，直到1968年8～9月以广西宾阳为代表的大屠杀为止，毛泽东就完成了从杀几百人再到杀几千人直到杀几万人的“群众”屠戮三级跳！

在毛泽东领导下的“群众专政”中，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河南、甘肃、江西等省的县城和农村，都发生过与道县、宾阳类似的屠杀，其规模、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。

在毛泽东有领导的“群众专政”屠杀中，中共各级权力部门都有不俗的表现：乡社和大队一级肆无忌惮地大砍大杀，但也有不少地方按兵不动；县级暗中支持或公开纵容，但相当多的县级作壁上观；省、地市级装聋作哑或熟视无睹；“群众专政”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、中央文革呢？他们在号召、鼓励和怂恿之后，便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和形势的发展，最后出来“纠偏”，继续扮演“大救星”的脚色！

据估算，在1966年之夏到1968年之秋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全国县城和农村，有10～30万人被“群众专政”杀害，伤残不计其数。由此可见，毛泽东的“群众专政”，实质上是纵容、煽动痞子、流氓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法西斯专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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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的夏天，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当人们听到了“武装左派”和“群众专政”的“最高指示”后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人们都被裹胁到“群众专政”中，并在那里呐喊、疯狂、颤栗和呻吟！但疯狂的造反派们并不满足，他们高举着毛泽东“造反有理”的革命红旗，把“解放全人类”和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”的“群众专政”，推出国界。1967年1月25日，69名留学生回国途中，到苏联莫斯科红场上造反。他们高声朗读着毛的“反帝”“反修”语录，扬言要对苏共修正主义实行“群众专政”，因而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，导致多人挨打负伤，酿成了红场血案。在巴黎的留学生，当听说留学生在红场上挨了打、流了血后，立刻带上刷子，提上油漆桶，列队前往苏联驻法大使馆前写抗议标语。当他们走到半路时，便被法国警察截住，不仅挨了打，还被法警用囚车押送机场，逐出法国。

“解放全人类”的“群众专政”在国外失利后，造反派把“反帝”、“反修”的目标，指向外国驻华使馆。

1966～1967年间，由于红卫兵、造反派的造反行动，使中国与已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，有近三十个国家，先后发生过外交纠纷。继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、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后，到了8月，疯狂的红卫兵先后火烧了印尼驻华大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处。

为了“解放全人类”，毛泽东的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。周恩来说：“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，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，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。”受命于中共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政变，处决了一批高级将领。然而，政变失败了。政变失败后，拥有200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，遭到了残酷镇压，数十万印尼华人也因而丧生。1967年8月5日上午，上千印尼人，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，狂呼着反华口号，冲进了大使馆，打伤了四名中国外交官，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。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，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，闻风而动，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。当晚8时，他们决定对印尼实行“群众专政”：他们冲入大使馆，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，制造了第一起火烧外国大使馆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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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烧外国驻华使馆最著名、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。(右图)

近在一水之隔的香港，很难避免国内造反和“群众专政”的影响，而大陆驻港机构，已奉命在港输出革命。

8月初，香港《夜报》、《田丰报》、《新年报》等三家中共报纸，奉命刊登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，号召香港民众起来造反，推翻港英当局和资本家的反动统治，当香港的主人。香港舆论哗然。港英当局立即采取行动，武力查封了三家报社，并逮捕了19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34名工作人员。香港政府这一举措，犹如火上浇油，激怒了中共支持的港九地区造反派，他们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港九，要让“群众专政”取代港英当局。8月4日，首都新闻界召开盛大集会，“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”，中共中央大员们和受毛泽东、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姚登山，都亲临现场，为大会助威。几天后，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，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线，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。8月7日，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“革命造反联络站”的代表，发表了可以夺外交部权的“八七讲话”。8月16日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，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，要求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。

香港处于一片恐慌之中，楼价暴跌90％；8月4日，英国航空母舰“堡垒”号，开来香港压惊。

8月20日，中国外交部就“香港抗暴斗争”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，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“滔天罪行”，要求港英当局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“三报”的停刊令，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。接着，他们在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。与此同时，由北京第一机床厂、北京外国语学院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组成的“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”，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，并对代办处采取“革命行动”。

8月22日晚，外交通牒的四十八小时时限到时，外交部“反帝反修联络站”，组织数万人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“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”。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，由外语学院、外交部为主的约千人红卫兵和造反派，于22时40分，分别从西墙、北墙、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。他们在代办处内进行革命：捣砸各类器物，放火焚烧东、西院楼，烧毁了卧室、车房、油库和9辆汽车，烧光了室内存放的档案，对英国进行了一次令世界瞠目的“群众专政”。

据报导，在“群众专政”的疯狂中，英国临时代办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，纷纷逃离代办处：临时代办逃到使馆后面的印度使馆，躲在大门后；逃到芬兰使馆的两位姑娘，受到了保护；几位女士，逃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，被拒于使馆门外，惊恐万状……

当年，英国《每日电讯》记者克莱尔•霍林沃恩做了这样的记载：

“代办处外，中国军队站成一排，仿佛要阻止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（的人群）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。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，还举着强烈的排外标语。天色渐晚，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，另一个组织领导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。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，红卫兵涌进了代办处——战士们让开了道。他们先点燃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，然后冲入大楼，破坏窗户，捣毁室内设备，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。
“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•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齐躲进了保险库，……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通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。”

当年，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•霍布森在给他妻子的信中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： 

“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，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。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。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。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，想用棍子把我打倒。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，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。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，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：‘到这边来！’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（英国大使馆背后），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。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，失去了意识，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…… 
“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，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。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，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，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。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，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。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，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。其中一个头领来自“有良好教育”的家庭，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……”

8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说：“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，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，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，并激于义愤，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。”

8月底，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，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。在冲突中，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这一场外交史上的大丑闻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，使本已孤立的中国外交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。毛泽东及其左派的倒行逆施，颠覆了保护外国使节的现代文明，使党内右派抓住了左派的把柄，有了反击的口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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